
／孑渺创新与改革 中国人I；I转变～一中国人口牵会2lI】3年年会论文集

第二次人11转变与中国低生育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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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我国人口毫无疑问地进入了低生育水平时代。但与西方不同的是，我

国低生育水平过程之中一直存在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干预，而西方社会低生

育水平完全是社会经济因素和生育观念自发转变的结果。因此，在有关我

国低生育率水平影响因素的讨论中，社会经济因素、计划生育政策、生育

文化观念成为三大主要的并列影响因素。在当今我国低生育水平影响因素

的讨论中，一部分学者认为人口计划生育政策依然是重要的因素，加之传

统生育观念如“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仍然存在，因此，在没有计划生

育政策的情况下人们依然会倾向于多生，一旦生育政策放开必然会引起生

育率的大幅反弹。但另有一部分学者研究指出，即使在那些政策允许生育

二孩的地区，人们实际上也没有选择生育二孩，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正在

逐渐减弱，而社会经济因素正在上升，年青一代们正为追求自身发展而倾

向于少生或不生。

那么，当前我国的低生育率水平社会到底是处于什么样一个阶段，其

背后的影响因素又是什么?本文以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

和江苏省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数据为基础，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

分析框架下尝试描述我国低生育水平的特征状态，厘清有关我国低生育水

平主要影响因素的认识与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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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人口转变与中国低生育率研究曳麓≮、j。

二、文献综述

关于人口转变以及生育率转变的理论研究，西方可谓是汗牛充栋。但

无论是宏观还是中观乃至微观，这些关于人口转变或生育率转变(差异)

的研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彭松建，1987；李竞能，2004)：第一方面是

着重于经济因素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如莱宾斯坦(H．Leibenstem)的边

际孩子合理选择理论、贝克尔(G．Becker)孩子数量质量替代理论、伊斯

特林(R．Easterlin)的生育率决定的供需理论以及卡德威尔(J．Caldwell)

的财富流理论。第二方面研究是着重于非经济的社会因素对生育率变动的

影响。如戴维斯(K．Davas)和布莱克(J．Blake)的社会结构的生育率理

论、弗里德曼(R．Freedman)的人类生育社会学理论以及散落在众多经典

研究中非经济因素分析，这类非经济的社会因素是如婚姻家庭关系、文化

观念、教育水平、妇女地位、生活质量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美学

者针对欧洲自“二战”婴儿潮之后的生育率快速下降、且持续低于更替水

平的人口现象，西方学术界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解释，第二次人口转变

理论、邦戈茨低生育率模型、孩子成本效用理论、社会文化方面的扩散理

论、性别均衡理论以及生育文化的解释等(Lesthae曲e&Van de Kaa，1986；

Van de kaa，2008；Lesthaeghe，2010；Bongaarts2001；贝克尔，2005；

Morgan and King，2001)。这其中，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解释比较综合，

具有影响力。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缘起于欧洲，“二战”后欧洲各国在经历了短暂

的婴儿潮之后，相继进入长时间的生育率低迷期，除了生育率水平持续低

于人口更替水平之外，有的国家甚至出现了人口负增长现象。针对这种传

统的人口转变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欧洲学者Lesthaeghe与Van de kaa于

20世纪80年代中期首次提出了著名的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

(Lesthaeghe＆Van de Kaa，1986)。这一理论指出，相对于第一次人口转变，

第二次人口转变对低生育水平的解释主要集中创新制度因素与经济社会因

素，前者是指第二次人口转变是对人们观念与制度变化的反映，是现代社

会人们更注重自我实现、个人选择自由、个人发展以及个性解放的反映；

后者表现为随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使得父母不再依靠子女，生活安

排和生活方式选择上有了更大的自由。与此同时，教育系统覆盖范围迅速

扩大，提高了女性人力资本的投入，而教育和就业与生育之间的冲突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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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婚育模式的改变(Van de kaa，1987，2008)。其后Lesthaeghe又具体从

婚姻、生育和社会三个方面概括了第二次人口转变特征。其中婚姻方面表

现为人口初婚年龄不断提高，婚姻稳定性下降，离婚率逐渐上升。与之相

伴的是，在生育方面，人口的平均初育年龄不断提高，非意愿怀孕减少，

婚外生育、同居生育增加。而在社会方面，家庭关系的重心也开始从“孩

子至上”转向“夫妻至上”，传统家庭生育观念趋于式微，现代夫妻自身

效用关注占据主位(Lesthaeghe，2010)。总的来说，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

认为，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现代人生活观念的变化，即人们对婚姻

家庭观念的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注重个人发展和满足的个人主义。

对于我国人口转变，无论是与传统的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还是与“二

战”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比，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如“诱导性”、“干预

性”、“压缩性”等(宋瑞来，1991；李建新，1994，2000a，2005)。对于我

国人口转变之中的生育水平下降，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学者曾指出，

我国人口转变和生育水平下降有其自身特点，是社会经济发展和计划生育政

策共同作用的结果(蒋正华，1986；顾宝昌，1987)。不过，对于悠久历史

文化的中国，生育文化观念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叶明德，1991)。

而针对西方贝克尔经济学理论的生育水平变化解释，学者又进一步提出了中

国村落生育文化的解释(李银河，1994)，特别指出了与西方不一样的传统

生育文化影响因素。至此，对于我国生育率转变的影响因素形成了社会经

济、计划生育和文化生育观念的三元说(李建新，2006)。21世纪之初，就

我国人口转变是否完成而进入后人口转变时代，学者们又进行了相关的争论

(李建民，2000a，2000b；于学军，2000；李建新，2000b)。而今，我国生育

率水平已降至很低，且生育水平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这一看法基本成为学术

界的共识(翟振武、陈卫，2007；杨菊华等，2008；郭志刚，2008，2010；

顾宝昌等，2009；王丰，2010；李建新，2012)。

事实上，我国已成为低生育水平国家，宏观、微观有着这样的变化，

一方面，改革开放30年以来，伴随着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伴随着我国社

会经济迅猛发展，人们特别是新生代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

“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生育观念已经让位于现代化的生育理念，生

育不再是延续家族血脉的必要承担。因此，一些研究发现，即使是在那些

政策允许生育二孩的地区，人口也是多年来保持低增长模式，实际生育水

平均保持在计划生育政策水平之下，即二孩以下，并没有出现政策宽松所

引发的生育反弹现象(顾宝昌、王丰，2008；李建新，彭云亮，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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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人口转变与中国低生育率研究燮逊曳

另一方面，个体生育决策生育行为越来越理性化。这种理性化表现在人们

生育孩子的效用成本对比上。如今人们生育子女和养育子女成本大大增

加，这既包括父母生养孩子所需各种费用的直接成本，也包含父母为生养

孩子所承受各种损失的间接成本，比如选择生育孩子就可能意味着会失去

更高受教育的机会和更好工作的机会等，机会成本大大增高。养育孩子的

直接、间接高成本都直接影响到了个体的生育时间和数量，进而强化了当

代社会晚育少生的趋势(陈卫，2005；郭志刚，2008；李建民，2009；王

丰，2010)。

毋庸置疑，目前我国社会也呈现出西方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某些特征，

如晚婚晚育的趋势、生育动机变化等。那么，我国这种低生育水平现状是

否就是一个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呢?是否已经进入西方社会所谓第二次人

口转变的过程?本文以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和江苏省生

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数据为基础，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分析框架下

尝试分析我国目前晚婚晚育的变化特点及趋势；探讨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

约束的条件下影响我国低生育水平的综合因素，分析传统生育观念和社会

经济因素对已婚妇女实际生育水平的影响。

三、分析结果

1．晚婚晚育趋势分析

沿着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的解释特征，首先来考察我国婚育方面的变

化情况。为了较好描述我国婚姻状况变化，这里我们采用了1982年、1990

年、2000年、2010年的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的宏观数据。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人口在婚姻、生育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且出现晚婚晚育的趋

势。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平均初婚年龄不断上升。1990年我国人口

初婚年龄为22．79岁，2010年上升至24．85岁，其中男性初婚年龄由

1990年的23．57岁上升至2010年的25．86；女性初婚年龄由1990年时的

22．02岁升至2010年时的23．89岁(陆杰华、王笑非，2013)。

进～步分析我国男女人口未婚状态的不同代际变化，可以判定这种婚

姻模式的基本走势。我们来看历次普查数据的相关结果，表1列出了1982

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四次全国人口普查分年龄组男性人口的未

婚状况，四次普查中20～29岁未婚比例分别大致代表着“50后”、

“60后”、“70后”和“80后”出生队列的未婚状况。从表中数据不难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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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1982年、1990年和2000年普查的结果比较接近，“50后”、“60后”、

“70后”虽然在20～24岁、25～29岁的未婚比例有所不同，但在40岁之

前都有95％左右的男性人口完成了婚姻。但2010年的数据则反映出了与

以往明显不同的晚婚趋势，如20～24岁组，有82．44％未婚，25～29岁组

更是上升至36．29％的未婚，大大高于前三次普查的同年龄组的结果。值

得注意的是2010年20～29组群体是“80后”群体，这个结果显示出

“80后”群体的婚姻时间模式与“50后”、“60后”、“70后”相比已经发

生了明显的变化。事实上，“80后”们这些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新生代们

其婚姻观念和行为更具现代性，更注重自我发展和需求，个人主义观念也

渐趋成为主导性理念。因此，随着“80后”们渐次成为社会的主体，为追

求较好的教育、较好的职业发展而推迟结婚生育的现象将会更加明显，也

必将成为主流，而这些婚育特征将是不可逆转的社会常态。

表1分年龄段男性未婚比例 (单位：％)

资料来源：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我国女性人口未婚比例变化也有同样的特点。表2列出来四次人口普

查分年龄组女性人口未婚状况，同样，四次普查中20～29岁未婚比例分别

大致代表着“50后”、“60后”、“70后”和“80后”。从表2中数据可以

看到，女性群体的数据特征与男性群体类似，只是相对而言，女性群体比

男性群体的整体初婚年龄更小。“50后”、“60后”们约99％的女性在35

岁之前完婚，“70后”们也有近95％的女性在35岁之前完成初婚。但是，

2010年普查结果发生了比较显著的变化。在前三次普查中，25～29岁组的

女性中，未婚比例在4％～8％，但到了2010年普查25～29岁组女性人口

未婚比例迅速上升到了21．62％。如果说，前三次普查数据表明的是我国

“50后”、“60后”、“70后”女性人口婚姻时间模式并没有发生本质变化

的话，那么2010年这一急剧变化则反映的是“80后”女性人口婚姻特征

与以往截然不同，呈现出女性明显的晚婚趋势，这也是当今“剩女”话题

不断的统计事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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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分年龄段女性未婚比例 (单位：％)

资料来源：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全国人VI普查数据

为了印证我国人口婚育行为代际之间已经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接下

来，本文再利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FPS)2010年的微观数据做进一步

探讨。CFPS是一项全国性、大规模、多学科的社会跟踪调查项目，其抽样

科学、问卷设计全面且合理。这一数据的质量已经得到国内学者的广泛认

可(谢宇等，2013)。这里我们使用事件史生存分析方法，计算出了CFPS

2010数据中不同出生队列的个体在30岁之前未婚和未育的风险值，见表

3、表4。从表3可以看出，男性在30岁之前未婚和未育的风险是随着出

生队列的先后逐渐上升的，未婚风险从1970年前队列的10．56％上升到

“70后”队列的15．54％再到“80后”队列的19．56％，而未育风险则从

1970年前队列的19．91％一路上升到“80后”队列的27．38％。这两个指

标的统计检验都是显著的。

表3不同队列男性30岁前未婚和未育风险对比 (单位：％)

表4结果显示，各个队列的女性相对男性而言虽都更倾向于早婚，但

未婚和未育风险的变化趋势则是一样，而且它们的差异仍然是统计显著

的。综上所述，无论是普查中的宏观数据还是CFPS的个体数据都显示出

我国的确在21世纪之初的十几年间开始明显呈现出了晚婚晚育的趋势。

表4不同队列女性30岁前未婚和未育风险对比 (单位：％)

①此处未育指的是男性的配偶尚未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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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低生育水平的微观分析

第二次人口转变核心特征之一是人们自主地减少生育数量，而在这一

过程中经济社会及观念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接下来，本文将使用在江苏

省进行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研究”的跟踪调查数据综合分析经济

和文化观念因素对实际生育行为的影响。江苏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联合调查组于2010年在江苏省进行

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研究”的跟踪调查，该调查涵盖了江苏省三

个地级市(南通市、苏州市、盐城市)，共六个县级市(县)，具体为张家

港、太仓、海安、如东、东台、大丰，充分考虑到了江苏省内部的地区发

展差异，以当地的计划生育信息系统中的育龄妇女为抽样框进行科学地抽

样，样本代表性较好。为了更好地厘清育龄妇女生育行为背后的影响因

素，这里选取了该调查数据中35岁以上的，且符合二孩计划生育政策的已

婚女性，人选样本个案为1 643。做这样的筛选，主要是通过考察这些有计

划生育政策允许生育二孩的且已基本完成了生育周期的已婚妇女的生育行

为，可以达到在控制计划生育政策变量的条件下，分析对自主实际生育行

为影响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观念因素。

在本节的分析样本中，首先我们看到，拥有二孩政策且35岁的已婚妇

女平均生育孩子数为1．32，处于很低的水平。在这些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

育龄妇女中，仅有32．4％实际生育了二孩，已经呈现出少生的特点。根据

本节分析的目的，即实际“少生”的相关影响因素分析，我们将因变量处

理为二分变量，生育一孩与生育二孩，其中生育二孩为参照组。本研究的

自变量分为文化因素、经济因素和控制变量三个变量组。结合数据将文化

观念因素操作化为性别取向、丈夫是否独生子女和妻子的生育态度。性别

取向为二分变量，性别选择“无所谓”和“有所谓”；丈夫是否独生子女

也为二分变量。关于生育态度，问卷中以五级量表的形式测量了女性对于

生育问题的一系列看法，其中以下四题能够较好地体现女性的生育态度是

较为传统还是较为现代：“把孩子养育成才，是为了自己会得到更好的回

报”、“养育孩子很费力，没有足够的精力和经济条件不应当要孩子”、“只

有子女才能在晚年陪伴照顾我们”以及“人们要孩子主要是为了传宗接

代”。笔者将其从最传统到最现代分别重新编码并进行求和，按照最终得

分将负值、0和正值分别定义为传统生育态度、中间生育态度和现代生育

态度。本文通过家庭收入和女性的教育程度来测量经济社会因素。家庭收

入按照从低到高分为低收入组、中收入组和高收入组。女性的教育程度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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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小学及以下水平、初中水平、高中及以上水平三组。此外，城乡因素

会同时作用于文化和经济因素，因此将其与女性年龄一起作为控制变量置

于模型中。

表5 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P<0 05，一P<0．01，⋯P<0 001，变量列中括号内为参照组，系数列中括号内为标准误差

表5给出了回归分析的结果。模型一包含了文化观念变量组和控制变

量组，从检验结果来看，模型整体显著，即这两组变量的确会对女性的实

际生育行为产生影响。文化观念变量组中，是否有性别偏好和丈夫是否独

生子女两项是显著的，而生育态度则不显著。具体而言，在控制变量的条

件下，相对于有性别偏好的女性，无性别偏好的妇女实际会“少生”，即

只生育一孩的发生比相对有偏好妇女高出49％(e⋯“)。但是需要指出的

是，在我们这个调查数据中，所谓有性别偏好的妇女是指，除了45．5％的

受访者选取了对孩子性别无所谓以外，44．71％的受访者都认为“一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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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是理想的性别构成，也就是说，这里性别偏好实际上主要是指那些有

“儿女双全”偏好，而非早先的研究(陈震、陈俊杰，1997)指出的那样

单纯追求更多男孩的偏好。与此同时，如果丈夫无兄弟姐妹，则妻子生育

二孩的发生比会增加。在文化观念变量组的生育态度变量中，虽然“现代

生育态度”相对于参照组传统生育态度倾向于少生，但统计检验则是不显

著。对于这种结果，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其一，反映了这些妇女的生

育行为差异未受到我们所列举的生育观念影响，这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传统

生育文化观念影响式微的表现；其二，也有可能是因为这里使用的是这批

女性已经完成生育行为之后的截面数据局限所致，虽然在本研究时尽可能

选取了相对不易随生育时间发生变化的观念进行分析，但是数据中包含的

女性生育态度仍然可能并不是女性实际生育时的决策依据，因此，模型中

假设的生育态度影响实际生育行为的关系可能并不能很好地得到验证。

模型二由社会经济变量组和控制变量组构成，模型的整体检验仍然是

显著的。可以看到，在社会经济变量组中，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低收入

和高收入家庭的女性仅生育一孩的可能性均显著地低于中等收入家庭的女

性，即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女性比中等收入家庭的女性更可能“多

生”，似呈现出生育行为与家庭经济资源之间的“u”形关系，即在资源拥

有分布处于最少和最多的两个极端的人们的生育水平高于处于分布中间的

人们的生育水平(王丰，2010)。与此同时，女性的教育水平对于实际生

育水平产生了显著影响，女性的教育水平越高，其越倾向于少生。这既是

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中注重个人发展需求的个人主义表现，也是贝克尔

(2005)经济理性主义“女性的生育行为会随着自身时间价值的逐渐提高

而减少”假设的验证，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女性其生育的机会成本越

高，因此其实际生育行为会随之减少。

模型三将模型一和模型二合并，同时容纳了文化观念变量组、经济社

会变量组和控制变量组。从整体上来看，模型依然是显著的，而且卡方值

也得到了提升。而从各个变量上来看，无论是显著度还是系数都没有发生

明显的变化，这说明两个变量组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相互作用。因此关于之

前两个模型的结论在模型三中同样适用，在此不加赘述。不过，需要在此

明确的是，即使是上文中被定义为“多生”的女性实际也只生育了两个孩

子，这里的“多”只是低生育水平下相对的“多”而已。在这一个不受一

孩政策限制的群体中，也只有1／3的妇女选择了“多生”即二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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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社会已经呈现出非政策因素下的晚婚晚育特

点，特别是1980年以后出生的新一代们已经呈现出与上三代人(“50后”、

“60后”、“70后”)显著不同的婚育时间模式，随着“80后”们成为社会

主体，晚婚晚育也必然成为我国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在江苏省生育行为

的微观调查数据中，研究发现，对于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约束的已基本上完

成生育周期的已婚妇女来说，她们已经呈现出少生的特点。在影响这种实

际低生育水平的因素中，传统生育观念的影响趋于式微，而个人发展需求

与孩子的成本效用等社会经济理性因素在上升。显然，我国人口在全球性

低生育率大潮中，已经表现出与西方社会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趋同性，这一

方面在具体表征上，中国人口在婚育方面显现出自主性的晚婚晚育趋势；

另一方面在影响因素上，现代生育观念和社会经济因素已经替代计划生育

政策成为主导性原因，第二次人口转变的文化观念解释与新家庭经济学的

理性选择，都对当今中国人口的低生育率现象理解具有一定的适用性。

本项研究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还呼应了我国学者们在20世纪90年代

与贝克尔的争论。当年我国学者根据计生政策影响下个体自主生育权利的

缺失以及农村不计经济后果的生育意愿及行为，认定贝克尔的成本效用分

析不适于中国农村，并认为社会经济因素对降低农民生育率的影响是十分

微弱的(李银河，1994)。如果说，彼时的论断在政策实施较为严格的

90年代还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的话，那么在20年后的今天，随着社会现代

化程度的加深、生育观念的转变以及农村流动人口的增多，特别是“80后”

们成为社会的主流，以往所谓传统生育文化观念影响的论断已经不再具有

适用性。本文的研究发现即是这一明证，传统生育观念不再，晚婚晚育已

成为潮流。除了生育观念的转变，社会经济因素对低生育率的影响也越发

重要。如今人们在进行生育时会有更多的理性选择。一方面是生活成本的

增加，生育子女的费用和子女的抚养教育费用越来越高，这在一定程度限

制了人们的生育数量。本项研究也再次证明，生育行为和经济资源之间存

在着u形关系，即在资源拥有分布处于最少和最多的两个极端的人们的生

育水平高于人数居多的处于分布中间的人们的生育水平，社会经济条件在

很大程度上抑制了中间阶层的生育意愿和行为(王丰，2010)。另一方面，

个人主义观念的影响显现，特别是新生代们的个体自主意识越来越趋于强

6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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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孩子不再是唯一的家庭重心，个体自我发展的目标以及对于生活品质

的追求越来越受到重视。综上所述，无论现代生育观念因素，还是社会经

济因素都会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低生育率，计划生育政策对人们实际生育

行为的影响渐次减弱，那种所谓放开生育政策就会出现生育率大幅反弹的

论断已不再能够成立。

当然，本项研究还存在着不足，比如，截面数据局限以及江苏省社会

经济状况的特殊性，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了本文研究结论的适用性。但

尽管如此，由于江苏为东部较发达省份之一，可以认为这样的研究发现在

较发达地区仍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而且随着“80后”们成为社会主体，

这种变化趋势也将成为必然。因此，本文的研究结果对于了解我国人口在

婚育方面的特征和未来变化趋势以及探究我国低生育率的影响因素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事实上，我国已经在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进程之中，在这样一

个人口社会新形势下，我国低生育水平已进入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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